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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8日，2014年中青年改革开放论坛暨1984年莫
干山会议30周年纪念在莫干山举行，三十年前的与
会代表如今山上再发声。

●贝多广（一创摩根原CEO）：30年前，我还是一
个上海财经大学的普通研究生，一名书斋学生被拉
入改革的大潮。一到莫干山，讨论的居然都是总理部
长关心的问题，回想起来真是不可思议。让我印象深
刻的是，张维迎等北方来的人口若悬河，我甚至有点
对不上话。

●常修泽（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教授）：
30年前，我是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的一个青年研究
人员，1984年莫干山会议不讲学历、不讲职务职称，全
部参会人名录上，没有职务职称那一栏。

●黄江南（美国查顿资本有限公司高级合伙人、
董事）：我们曾经以为，改革是长辈的责任；而从那天
起，我们年轻人觉得是自己的责任，我们开始思考，
这个国家能不能搞好，要怎么搞好。

●王小鲁（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
长）：我们现在没有资格被称为中青年了，但是就我和
我周围朋友的心态来说，我们还是把自己看做中青
年。今天谈莫干山精神，我认为很重要的一点是，当时
组织和参加的一批朋友，都是有上山下乡、去农村、进
工厂的经历的。长期的基层经历，让大家看到了这个
社会中存在的问题，并着力于思考如何推动改革来改
变现状。寻找出路、参与变革，这就是我眼里的莫干山
精神。

●蒋泰惟（浙江省科技厅原厅长）：当时我们都
是三十上下，没什么职务，虽靠征文入选，但在会上
并不是照本宣科，而是即兴发言。小组日夜激烈讨
论，再把精彩观点汇集起来，再到大会发言。我讲的
是浙江企业改革的经验，不是很抽象，比较务实。在
我看来，莫干山会议的价值，不仅在于提出了双轨制
问题，更重要的是提出了渐进式改革。中国不像苏联
那样采取休克疗法，这是中国社会改革成功的重要
经验。

莫干山上再发声

夜谈苏联的青年如今是中纪委书记

1984年，莫干山会议召开时，王岐山还在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
室任职。在莫干山会议上，王岐山被分到第六组“农村组”，他们讨论的
议题是如何判断农村改革和发展总体形势、农产品购销体制改革等。

1984年9月的莫干山非常潮湿，在一次小范围的夜谈中，王岐山向
朋友们讲述了他最近去苏联的所见所感，那次，大家讨论得很激烈。

王岐山的出现是一粒定心丸。1984年，农村改革已有起色，城市改
革举步维艰，在改革和保守势力胶着对峙的背景下，这次会议甫一出
现便吸引了全国的目光，组织者必须谨言慎行。

王岐山和时任国务委员兼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张劲夫的秘书孔
丹出席，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某些中央领导的态度，组织者因此踏实
了很多。上山者最高级别的干部是马宾，部级，据会议发起人之一黄江
南回忆：“他的思想很解放，不是职务行为，是个人行为。”

1987年，39岁的王岐山成为农村政策研究室正局级研究员，并担任
全国农村改革试验区办公室主任。1989年，他成为中国建设银行副行
长，后来，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纪委书记。

作为会议的支持者，1984年时任北京市西城区副区长兼区计委主
任的马凯，也一直稳步前进，在2013年成为国务院副总理。

下山一个月后，张劲夫的秘书孔丹进入光大集团任职，16年后进入
中信集团，成为中信集团董事长。在两家带着“红色资本”印记的央企
里担任要职，低调的行事风格让孔丹在公众眼中颇为神秘。

“白道”上走出幸福研究院院长

通过莫干山会议，诸多年轻人一举成名，此后成为中国学术、经济
等诸多领域的中流砥柱。

参会者中年龄最小的张维迎只有24岁，中科院在读研究生华生用
一篇关于商品市场的论文赢得了上山通行证。

物价改革是当年莫干山会议中讨论最激烈的话题，甚至在一定程
度上成为莫干山会议的代名词。在讨论中，来自国务院价格研究中心
的田源主张调和，是“调派”，而张维迎则主张一步或分步放开价格控
制，是“放派”，大家吵得热火朝天，最后，华生中和两者提出了调放结
合的思路，被中央接受。

就像主张彻底的物价改革一样，张维迎一直
以改革者的姿态示人，他主张理论研究一定要彻
底，不避实就虚，更不应该向现实妥协，因为妥协
是政策的问题。

在1999年的一本著作介绍中，张维迎称自己
是“国内最早提出并系统论证双轨制价格改革思
路的学者”，这引起了当年老友的不满，华生和徐
景安纷纷撰文，表示价格双轨制是“集体智慧的
结晶”。

争论过后，张维迎继续在北大光华管理学院
耕耘学术，2014年前往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徐景安作为莫干山会议筹备组的副组长，当
时在国家体改委宏观规划组任职。体改委有领导
顾虑这个会是媒体与民间组织的，力劝徐景安不
要参加，但徐景安执意参会，并在会后负责起草
了拟向高层汇报的部分专题报告。

早在1987年，徐景安来到深圳，开始突进股份
制改革和股票市场，首创了企业产权转让市场，
主持设计了深圳社会保险制度改革方案。

2004年，徐景安在《你的选择与中国的未来》
中，最早提出了“和谐社会”的构想，并在2007年至
2010年，主持起草了《21世纪幸福宣言》。日后，一脸和善的徐景安成为
中国幸福研究院院长和中国幸福社会促进会会长。

回国后“被逼”下海，娶了作协主席

莫干山会议之后，华生开始在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工作。1986年，33

岁的华生被评为首批“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专家”。同年，他提出了独
立的国有资产管理体系、实行资产经营责任制的改革方案，并在一年
后赴牛津大学学习，1991年至1995年，他应聘在剑桥大学研究和任教。

青年得志者鲜有一帆风顺。上世纪90年代，华生回国，发现原单位
回不去了，“被逼”下海。改革开放30年大潮淹没了众多下海知识分子，
幸运的是，华生没有，生活“挺风光”，还娶了中国作协主席铁凝。2012

年，华生和铁凝联名捐给东南大学1100万元。随后传出了经济学家华生
坐拥30亿的消息，华生予以否认，感叹“假话当道”。

华生说：“我们要头脑冷静，我们曾经有很多优秀的企业家，他们
最后的失败都是由于在企业还发展很好的时候得意忘形。”拥有闯劲
和斗志，却还能保持冷静的头脑，像极了在莫干山会议上，中和田源和
张维迎“调”与“放”观点的华生。

同样选择出国深造的，还有莫干山会议的论文组组长王小鲁，他
在莫干山会议当年获得了第一届全国孙冶方经济科学论文奖，并在
1986年成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发展研究室主任。

1989年，王小鲁以访问学者身份前往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留学八
年。王小鲁于1993年回国，感慨良多，“1980年代进行改革时，我们心里
都没谱，不知道改革能不能顺顺当当走通。1993年回国，发现这条路基
本上走通了，市场经济的方向明确了。”1998年，王小鲁成为中国改革基
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如今，王小鲁已经成为著名经济学家。

还记得当年响彻山谷的大合唱吗

“‘红黄绿白’这四类人有一些共性。其中相当一部分人经历过下
乡插队，在基层锻炼过，对国家和民族有深厚的感情，也有改变这个国
家面貌的理想和追求。这些人比较务实，思想也比较自由，有独立精
神，束缚少。这也跟论文筛选机制有关，他们是从一千多篇论文提交者
里选出来的一百多个人，已经把比较一般的略掉了。”常修泽回忆说。

在常修泽看来，下山者的成功发展，与中国改革进程互相影响，因
为“时势造英雄和英雄造时势是相辅相成的”。

常修泽觉得，当年从莫干山上走下来的很多人都是实践者。“要把
这个‘实践’理解为广义的‘实践’，包括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生态
等多个方面。”

也有几位当年的“中青年”，已经离开了人世。
2011年，张少杰、齐永贵相继离世。参加莫干山会议时，张少杰是中

国社科院1982级研究生，齐永贵是五道口金融所的研究生。
在莫干山上，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的白南风和张少杰一见如

故，下山之后，张给白写信说：“你到我们这儿来，烟管够，侃大山。”
下了莫干山第二年，张少杰研究生毕业，进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

研究所，作为微观经济研究室主任，成为企业研究领域的学术带头人。
在张去世后，白南风作为张少杰儿子的义父，代亡友赴美参加干

儿子毕业典礼。在一些当年的参会者看来，情谊背后是彼此价值观的
认同，肝胆相照。上山与下山，冷与热，中心与边缘，对于这一代莫干山
人习以为常。

2011年5月，在张少杰的追悼会上，和华生、张少杰一起支持物价
“先改后调，改中有调”的高粱很动情，“少杰，还记得莫干山上彻夜讨
论和响彻山谷的大合唱吗？”

那是9月10日中秋节晚上的聚餐，理论组的同伴喝高了，回到所
住的小楼使劲侃、使劲唱，把能想到的歌曲全部唱了一遍，一直唱到后
半夜。

下下山山三三十十年年
1984年9月10日，莫干山会议结束，120多名中青年学者从此下山，走上了不同的人生道路。
30年后，著名经济学家常修泽教授把他们下山后的人生路分成四类：红、黄、绿和白。
“红道，就是从政了，比如王岐山、马凯和周小川；黄道呢，就是去经商，比较成功的有

好几位，比如杜厦；绿道就是出国到海外发展；白道是搞学问研究，做得好的也有一批，比
如张维迎、周其仁和王小鲁等。”

本报记者 郑雷 实习生 周一 董兴生 葛欣鹏

王岐山 张维迎

徐景安 华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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